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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醉人经纶问答》看中江兆民的
国际政治思想*

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1868 年，在日本持续了二百多年的德川幕府

在尊王倒幕的运动中终结，明治维新后实现了王

政复古，标志着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开始。在日本

准备要踏上文明之国之路时，在国际关系方面还

面临着一些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自 1853 年佩里叩

关以来，幕府政府先后和美、英、俄、荷、法等

国签订了一系列对日本不利的条约，被称为“安

政五国条约”。为了去除不平等条约中的对日本不

利的条款，为进一步发展谋得更大的空间，明治

政府开始准备修订条约，和各国进行交涉。1871-

1873 年，明治政府派出了由政府首脑要人组成的

岩仓具视使节团出访美国、欧洲，一方面向各缔

约国递交国书，并为修改条约与各国进行前期交

涉，更主要是希望通过对欧美各国的文化文明进

行深入的了解与考察，为日本的进一步发展找到

一条正确的道路。回国后，针对留守政府的“征

韩论”，出访一行人的“内治”派占据了上风，明

治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样，

日本的经济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里持续发展，实力

不断增强，使日本避免了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的命运。但同时，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如何扩大市场这个问题就越来越成为摆在明治政

府面前的一个要务。面对着西方列强在亚洲殖民势

力的不断增加，目睹清政府、朝鲜和亚洲各国的变

化，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先是以漂流民被杀为借口出兵台湾，向清政府发起

挑衅 ；后又制造江华岛事件，逐渐地加强对朝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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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日本开始大力扩充军

备。此时，日本国内对于日本所处的国际局势和日

本今后的走向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舆论，知识界

对日本的未来进行着各自的思考。1884 年《自由

新闻》上连续发表《国权扩张论》，1885 年福泽渝

吉更是在著名的《脱亚论》中提出了“脱其伍（指

清朝与朝鲜）而与西洋文明之国共同进退……随从

西洋人对其办法处置”[1]（P.221-224）的说法。1886 年，

青年的德富苏峰从平民主义的立场出发发表了《将

来之日本》，在其中提出了对“腕力世界”的批判，

主张用“和平主义”代替“武备主义”。另外还有

一位明治时期的著名评论家中江兆民于 1887 年发

表了《三醉人经纶问答》，在文中对“民主主义”

和“扩张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他认为的更

为符合日本当时情况的“现实主义”的观点。应

该说，这一时期日本的知识界已经就当时的国际

关系展开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思考，对于解决日本

的外交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策略。特别是《三

醉人经纶问答》一书，被称为是明治时期文学史

上之杰作，同时也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

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田中明彦认为，此书与德富

苏峰的《将来之日本》构成了日本国际政治学领

域最早的一场思想争论。[2](P.3-7)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书中提出的三种不同的意见与之后日本的发展之

道路对比来看，恰如中江兆民为其后百多年的日

本历史所做出的预言，并且他在此书中所表达的

小国主义的外交思想对今日的日本对外政策依然

具有一定的影响。[3](P.3-4)

二、中江兆民与
《三醉人经纶问答》

中江兆民（1847-1901），本名中江笃助，明

治时期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评论家、翻译家。

出身于下级武士家庭，自幼喜爱读书，性格温厚。

15 岁时进入藩校文武馆学习洋学（英学、兰学）、

朱子学，19 岁至长崎学习英学，后改学法兰西学，

曾担任过法国公使的翻译。1871 年，随同岩仓俱

视使节团出行，前往法国留学。留学期间，主要

涉猎的内容有法律、哲学、历史和文学等。兆民

先在里昂学习法律，并在这里接触到了共和主义。

后又回到巴黎，期间跟随爱米尔·阿克拉，开始

深入地学习法国的民权思想。在法国留学期间，

中江兆民“深崇奉民主共和，忌阶级如蛇蝎，恶

贵族如仇敌”，曾亲眼目睹法国巴黎公社覆灭后的

混乱局势，看到了革命中的人民所处的境地。1874

年，回到日本。不久即翻译完成了卢梭的《民约论》。

回国后于 1875 年开办“法兰西学舍”，很快这里

便成为宣传和普及法国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据

点。1875 年后的两年内，兆民曾担任过东京外国

语学校校长，因其主张传授“孔孟之道”未获批

准而辞职。后又担任元老院权少书记官，也因与

陆奥宗光意见不合而退职。以后他专心从事翻译、

评论、著书等，翻译有《民约译解》、《维氏美学》、

《理学钩玄》及大量的法律相关书籍，曾任《东洋

自由新闻》主笔，《东云新闻》主笔。以笔作为武

器来宣传民主思想，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理

论指导者，被称做“东洋的卢梭”。1887 年发表了

著名的《三醉人经纶问答》，成为“明治思想文学

史上的最高杰作之一”。1901 年被诊断患上癌症后，

执笔写下《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成为日本

近代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哲学的不朽杰作。

《 三 醉 人 经 纶 问 答 》 发 表 于 1887 年（ 明 治

二十年），是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经典作

品。该书采用问答体的形式，安排代表不同思想

的三个人物 ：民主主义者洋学绅士、扩张主义者

豪杰君和现实主义者南海先生登场，用三人之间

的对谈来展现出当时颇受人们关注的不同倾向的

几种观点。洋学绅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

的民权思想者，他认为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民主制度下自由得到保障，文化学问得到发展，

国家可以成为文明之国。认为日本这样的小国，

即使大力发展军事，也无异于以卵击石 ；且快速

的军备扩充只会招来经济上的困顿。所以只要以

文明、道义为武器就好。对于侵略，洋学绅士的

立场是非暴力、不抵抗的绝对和平主义。好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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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杰君则代表了当时越来越抬头的国权主义的思

想，认为日本作为一小国，面对着不可避免的战争，

要发展军备，要将目光投向周围邻国。提出了放

弃日本、向中国转移的强盗般的想法。豪杰君希

望把“怀旧”势力转移到中国，将“喜新”势力

留在日本，以发展民主。在听完两人意见后，南

海先生点评道，洋学绅士过于理想，而豪杰君的

想法有些过时，都不可能实现。两人共同的问题

是对形势的过于忧虑，因而两种选择都无益于当

时的日本。对于当时的日本，南海先生的设想是，

以君主立宪制来治内，在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

应该与中国交好，以保证日本经济的大市场。从

篇章构成上来，洋学绅士的思想理论所占篇幅最

多，豪杰君的思想陈述应该是最少的。

关于此书所表达的思想，德富苏峰于 1896 年

曾评论说，是“兆民的抒情诗”，三个醉人分别都

是“兆民居士的一分身”，“欲知君之本领，无若

此书也”。[4](P.399) 这样的观点一直影响着直到今天

的中江兆民的研究。正如德富苏峰所言，这本书

反映了中江兆民思想中的不同要素之间的斗争。

然而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此书中的南海先生所表

达的观点，才应该是在当时面对着国内各种不同

的观点中江兆民所给出的一个适合于当时明治政

府的富有和平思想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个解

决方案终究未被采纳，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

增强，国权主义越来越占据了思想的阵地，并且

从中日甲午海战后，日本正式走上了向亚洲扩张

的帝国主义的道路。

三、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观

（一）关于日本的国内体制

在《三醉人经纶问答》出版之前，正是自由

民权运动高涨的时期。大批关于民权的翻译书籍

和著作的出版起到了启蒙和宣传的作用，要求设

立国会、制定宪法的呼声高涨。作为自由民权运

动的理论宣传者，并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主革命的

中江兆民在这样的时间点，对于当时的日本政体

提出了自己想法——建立君主立宪制。

中江兆民借洋学绅士之口首先描绘出民主制

是尽善尽美的，具有进步性，“必须进而获得平等

的大义，才能算获得巨大成功”。[5](P.18)“立宪制不

坏。民主制好！立宪制是春天，还有些霜雪的气息，

民主制是夏天，不再有霜雪。用中国人的话来说 ：

立宪是贤者，民主是圣人。用印度的话来说 ：民

主是如来，立宪是菩萨”。[5](P.19) 但洋学绅士也注意

到民主制存在着一些问题，指出民主制虽合理却难

实行，“除非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风俗已经完

美，不然，民主制度只能导致混乱”；[5](P.23) 民主制

国家的总统之“威严远逊于帝王，一旦遇有奸雄觊

觎篡位，官民解体，全国不免引起混乱”。[5](P.23) 而

立宪制中“帝王的职务是世袭的，以此足以镇压

野心家，而且又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庶

民皆能维持其自由而不致丧失”。“制度必须与民

众风俗的高下相适应”。[5](P.23) 洋学绅士认为，只要

世界的国家都实施民主制，“尔后联合世界各国组

成一个大联邦”，[5](P.26) 就可以停止战争，维护和平。

这样的观点，在 19 世纪西方列强纷纷扩张势力范

围的局势下，显然是非常理想化的、极易被反驳

的。于是豪杰君指出这只是“学者的高论”，难以

付诸现实。进而，中江兆民以南海先生的身份对

洋学绅士的理想进行了批判，表明自己对日本当

下应该选择的政治方向做出的选择。南海先生认

为洋学绅士是“用尚未调好的颜料在现在的纸上，

描绘未来的图画，那简直近似于颠狂”，[5](P.53) 并预

言道“百年之后，其颜料的汁液定会汹涌地充溢

于社会这个碟中。于是，那时在现代的纸或绢上，

描绘事业的画，那么过去思想的色彩一定鲜艳夺

目，观赏者一定会称赞它是凌驾于鲁本斯之上，

超过普桑的美术杰作吧”。[5](P.53) 而对于明治初期刚

“得到恩赐的民权”的情况下，如果要变为“恢复

的民权”，这是“违背事物发展的次序”的。所以

“也只有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上则伸张皇上的尊严

与荣光，下则增加万民的福利”。[5](P.57)

虽然中江兆民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旗手，以大

量的翻译作品和政治评论在普通民众间宣传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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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由的思想，然而却不赞成激进的革命思想。

对于采取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制的另一原因，“东

洋的卢梭”中江兆民认为在于“在人们的头脑深处，

深刻地印有帝王的思想和公侯的意识，它好像隐

隐约约地成了人们的守护神和护身符”。[5](P.52) 从

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在涉及天皇之存在的问题上，

他持有对皇权的神化和象征化的观点。这样，中

江兆民运用了大量篇幅，以绅士之口表达了自己

的政治理想，但是，他又清醒地看到了现实，将

民主制的实现冀希望于百年之后，而为明治时期

的日本选择了君主立宪的道路，为自己则选择了

“可以口述，可以笔书，把（民主思想的）种子播

撒到人们的脑髓中” [5](P.52) 的道路。

（二）关于日本的对外关系

1. 对西方各国势力的态度

19 世纪末，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革命的英法

德俄美已纷纷开始向亚非世界伸出掠夺之手。中

江兆民看到，英国占有了印度，并不遗余力地继

续在侵略亚非；法国割取阿尔尔及利亚、越南等等，

“无不是侵占他国土地，采取既定的政策，为自国

货物打开销路”，对于欧洲各国这样的做法，洋学

绅士认为“这不是愚蠢便是发狂”，应该“努力自

守，以求得自给自足”。[5](P.21) 这时的日本，经过一

段时间的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自安政五国条约

时期以来有了不小的提高。然而作为一个小小的

岛国，日本有着深深的危机意识和小国意识。对

于西方国家的殖民行为，中江兆民在文中提出了

自己的批评。“以武威为国家的光荣，以侵略为国

策，强夺别人土地，一心想当地球的主宰者的国家，

真是疯狂的国家啊”。[5](P.27) 中江兆民以一串精妙的

比喻将当时的国际形势描绘成一幅狂人图。[5](P.27-28)

对于西方各国的竞相扩充军备，他认为是违反道

德的行为，对其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中江兆民认为，

普法之争意在夺取军事名声，而英国之意在于维

护自己的领地，只有俄国如古罗马，有开拓新的

领地之意。而想要染指亚洲的俄国与已在亚洲有

殖民地的英国之间又互成牵制。

2. 中江兆民的战争观

对于欧洲各国的不断扩充军备、在亚非扩大

势力范围的做法，洋学绅士和豪杰君都表示出了

高度的警觉。不同的是理想的洋学绅士吸收了欧

洲和平思想，特别是康德的永久和平的思想，对

于这样的不太平的局势，从日本的小国立场出发，

采取了彻底的不武装的态度，要以民主制度、以

道义外交来面对外来的侵略，所谓“挥剑斩风”。

希望通过全世界都建立起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建

立起世界国家，来谋求永久的和平。日本作为一

后进小国，应该建立起民主、平等的社会制度，

向大国夸示 ；拆除城堡，撤销军备，以“道义”

向他国以示友好之意 ；努力自守，以期实现自给

自足。无疑，这样的想法在豪杰君看来，就是哲

学思想在蒙蔽人心。以征战为乐的豪杰君认为西

方列强的军备竞争一旦破裂，必将祸及亚洲。认

为战争是国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事，是衡量一国

之文明程度的“体温计”。日本作为一小国，要想

进入文明国之列，只有靠对外侵略才能真正实现

富强，进入大国行列。并且中国此时疲弱无力，

正是侵伐的大好时机，是“天赐给小国使其果腹

的食饵”。[5](P.35)

对于洋学绅士彻底的不武装说以及豪杰君的

对外扩张说，南海先生认为都是出于二者对于局

势的“过虑”。西方各国实力相当，互相制衡，这

样国际公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作用。况且西

方国家是所谓的民主国家，政策决定也不是由一

人而定。因此“狰狞的虎狮终年只能张嘴吐舌，

不能随意咬人”。[5](P.55)

3. 亚洲的日本与中国 

19 世纪末的亚洲，已经成为西方列强争相抢

夺的对象。明治维新使得日本成为亚洲各国之中

最先实现了资本主义革命的国家。对于这时期日本

在国际中的地位提高这一不争的事实，中江兆民说

“在文明浪潮中居于后进的一个小国，从亚洲的边

陲昂首崛起，一跃而进入自由友爱的境地”，[5](P.3)

认为日本这个“神童”未来不可估量。这是中江

兆民在跟随岩仓具视出访欧美时对于当时被欧洲

国家视为文明“未开化”之国的回应，表明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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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有了大幅提

升，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出日本希望真正跻

身于所谓文明国家之列的强烈愿望。

对于这时的中国，日本的认识更是出现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1871 年，明治政府与清政府签订 《日

清友好条约》，至此彻底地摆脱了过去的传统“中

华帝国”的体系，实现了与中国对等的地位。过

去一直被认为是学问之师的中国如今在西方列强

的染指下失去了老大帝国的地位，成为列强争抢

的对象。对于这一点，洋学绅士的态度是惋惜的，

这从在狂人图中的中国被描述成为反应迟缓、不

采取行动的被动形象可以看出。而在经济处于扩

张时期的日本，豪杰君的论调则代表了当时国权

主义者的意见，他们希望能夺取之“以自富自强”，

从而与英法俄德等相比肩。不管是绅士君，还是

豪杰君，都认为此时的中国已不可与日本同日而

语，都抱有着一种强烈的优势心理。二者的不同

之处在于，对于这样的一个曾经的老大帝国，绅

士君的态度是感慨，而豪杰君就表现出了占为己

有的野心。

针对二者对中国的不同认识与态度，南海先

生提出了中江兆民的对华政策的建议——两国同

处亚洲，作为亚洲一小国的日本“最好与之结为

兄弟邻邦，缓急相救，各自可以自动援助”，“应

该与之友好，巩固国交，绝不可以怨相嫁”。[5](P.56)

虽然豪杰君认为中国“军队软弱”，“易于征服”，

但南海先生认为清朝的执政掌权者们“全是贤俊

之才”，重视海陆军备，有丰富的资源，购买欧洲

文明成果，仿效欧洲列强之法，增加舰船，筑起

堡垒，如果能再接受西方欧洲文明的精神，“垂危

的枯槁老者，顿时改变颜色，其枝叶葱葱然，再

次把树荫展向四方”。这里所表达出的中江兆民对

于中国的态度，希望中国能够接受西方文明，重

新再度复兴，然后与中国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欧洲

列强的友邻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日本国内对清政府越

来越不利的国际地位颇为关注，其中既有国权主

义者的关注，也有民权主义者的关注。作为民权

主义的宣传者，中江兆民在此时期也与一些国权

团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来往，比如 1884 年曾参

与在东洋学馆的设立工作 ；在朝鲜甲申事变结束

后，曾参与头山满的玄洋社在朝鲜设立“善邻馆”

的计划，但此计划最终未能实施。有些观点认为

中江兆民在此文中的扩张主义者豪杰君的观点就

是后来日本大陆政策的理论先驱，但从这一时期

兆民的言论来看，他参与这些团体的目的是在于

希望将自己的自由民权的理想向这些国家进行启

蒙开化，并没有支持帝国主义扩张的立场。然

而，随着日本的国权主义的不断抬头，在中日甲

午海战之后发生的所谓“三国干涉”要求日本归

还辽东半岛的事实，使得日本不少的知识分子转

向了国权主义，例如原来的平民主义者德富苏峰。

1900 年中江兆民不顾弟子幸德秋水的反对，参与

结社国民同盟会，并担任了“扩张委员”的职务。

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事实。

（三）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之构成——东

洋的卢梭

少年时期的汉学基础和青年时期的法国留学

经验对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

要影响。“东洋的卢梭”这一称号也可以用来描述

他的国际政治思想中不可忽视的两大因素——西

方思想和东方素养。像中江兆民这样出生于幕府

末期的一代知识人，近世的儒学教养在他们的思

想中所占有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明治时期，他

们又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参与到明治的政治、

社会生活中，以西学思想为明治时期的资本主义

进程、自由民主进程做着思想动员。

首先，中江兆民深受孟子思想影响。作为

民权运动者的他的民权思想的形成就离不开对儒

学、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中江兆民曾写有“民为

重”的匾额，这显然是受孟子“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的影响。留法期间，中江兆民在接

受西方思想的同时，同时还从事将《孟子》翻译

为法语的工作。另外，回到日本后，中江兆民还

以汉文体的《民约译解》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进行翻译与解释。《三醉人经纶问答》中还有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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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孟子思想相似之处，可以认为是孟子思想的体

现。洋学绅士在分析君主制度时提到，君臣之义

是这种社会制度得以维系的“无形的东西”，“这

就是君对下施以慈爱之心，民对上报以感恩之心。

因此， 在上者慈爱之心和居下者感恩之心其份量越

多，君臣之义则越重，上下的关系则越紧固”。[5](P.12)

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

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

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6](P.322) 南海先生在

最后谈及如果西方列强他日悍然来犯时，认为“他

不义，我是正义”，定可以自卫 ；“如果最终不能抵

挡欧洲的士兵，此时，绅士君所说的民主国，豪杰

君鼓吹的新大国，只能任其陷落而已”。[5](P.55) 以仁

义为立场，进行自守的防卫观念与孟子对于滕文

公之小国立国之策时的回答“是谋，非吾所能及也。

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

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6](P.95) 表达了相同的思

想。

兆民留法期间，曾跟随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阿

科拉学习，接触到了卢梭以及 18 世纪西方的很多

政治思想。他这些思想都投影在了《三醉人经纶

问答》之中，并在其中表明了自己对这些思想的

理解与认识。洋学绅士的建立民主制，以促进和

平的世界联合的想法就融入了从他对圣彼埃尔、

卢梭和康德的和平论点的理解，从他对这些思想

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出，贯穿于其中的还是民权、

民本主义的思想 ：战争对于帝王来说，是其争名

逐利的一种手段，而对于人民来说，战争只是一

场灾祸，“作为人民，岂有自己喜好发动战争的道

理”。这一点恰恰在豪杰君的战争描述中也得以体

现 ：“如不能取胜，则以一死而留骁勇之名于后世。

这是大将之乐也”，[5](P.34) 战争之所以发，全在于武

夫之乐，武夫之名。中江兆民在这里十分明晰并

且富有预见性地为后来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

的原因给出了解释。至于国家在选择政治制度和

外交政策时，中江兆民认为也应该将国民放在第

一位考虑。南海先生在批判洋学绅士的理想民主

制时谈到了政治的本质，“遵循国民的意向，符合

国民的知识水平，使之安居乐业，获得福利”。[5](P.51)

民主制虽然美好，但当时日本国民刚从幕府的专

制制度下得以解脱，得到了“恩赐的民权”，如果

一下子要取得“恢复的民权”，以当时民众的思想

状况恐怕会引起进一步的混乱。所以，以建立民

主共和制为理想的中江兆民还是为当时的日本选

择了君主立宪制这个更符合当时局势的一种妥协

的民主。最后，南海先生在总结自己的外交观点

时再次强调了外交的前提，“总之，外交的良策是：

无论世界何国都要与之和好，万不得已时，也要

严守防御的战略，避免远征的劳苦和费用，尽量

减轻人民的负担”。[5](P.57) 这样，民权和民本的思想

在此书中也得到了极好的体现，这一点既来源于

孟子的民本思想，也来源于卢梭的自由平等思想。

此外，中江兆民在法国留学期间亲眼目睹了法国

大革命的惨烈，这恐怕也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因素

之一。

前面提到，中江兆民在法国求学期间，曾跟

随阿科拉学习，深受其影响。在关于国际公法的

作用这一点上，中江兆民在阿科拉的观点上加入

了自己的理解。阿科拉认为，由于没有相应的执

行司法部门，国际公法不应被列入法律的范畴 ；

而其能否得到履行，完全是“人们的良心问题”。

然而对于国际局势的秩序如何得以维持、日本何

以自保这一点，中江兆民虽然对国际公法的认识

是出于阿科拉的观点，但他认为，在一定的条件

下国际公法在避免战争发生时还是可以起到一定

的作用。虽然各国外交重实力不重道德，然而在

势力均衡的条件下，法德两国扩军备战，英俄互

成牵制，“四个国家强弱之势大体相当，因此它们

不得不遵守几分国际公法。这就是各小国赖以避

免遭吞并之患的原因所在”。[5](P.54)

中江兆民思想的双重性特点在明治时期的知

识分子身上都有所体现。福泽渝吉、加藤弘之、

西周等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都是如此。佐藤弘

夫指出，日本的近代就是在对西方进行学习接收

中成立的，这一点在整个明治思想之中都有所体

现。明治思想的特质正是在于具有西方思想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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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思想这样的双重构造。[7](P.219)

四、结论

一百多年前，中江兆民写下《三醉人经纶问

答》，为的是给明治政府在西方列强的虎视中确保

本国的独立自主找到一条出路。我们从此书中不

仅可以看出当时明治思想界中所进行着的斗争，

还能看出中江兆民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心中的

理想与现实的环境之间的斗争。

兆民提出的方案只有君主立宪制在 1889 年的

明治宪法中得到了体现。在战争这个问题上，他

认为战争是源于交战国的神经病，但并没有指出

这神经病后真正的原因。日本最终走上了帝国主

义战争的道路，这当然和日本的国权主义的抬头

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对于战争的一些判断还是预

言到了战争的爆发的条件——“天子宰相独断专

行”[5](P.49)，军国主义势力。针对当时以福泽渝吉

所主张的“脱亚论”，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经纶问答》

中提出的以亚洲与欧洲相抵挡，与中国“对为兄

弟邻邦”的建议虽然在当时未能牵制住扩张主义

的步伐，但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从亚洲的外交

格局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兆民的外交思想

的生命力。所以，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三醉人

经纶问答》一书依然能够读解出符合今日的时代

意义。

应该说，中江兆民的思想是我们了解明治时

期日本国际政治思想的一个切入点，《三醉人经纶

问答》不仅为我们展现出了明治时期日本知识界

对于日本前途的思考，其中所表达出的国际政治

思考对今天的日本依然发挥着影响力。


